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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昌齡到皎然的「意境論」轉向 

 

吳懿倫＊ 

 

摘要 

「意境論」作為詩學的重要觀念，在有唐一代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對後

世亦影響深遠。然而，凡是在文學史上經歷漫長時間的思想必是變動不居的，

對這些敷衍鋪陳的觀測也因此有其價值。作為「意境論」重要詩論家的皎然，

對在他之前、舊題王昌齡《詩格》的觀念既有繼承也有轉變，學界對此已有所

注意，然而將其放在「意境論」的發展脈絡仔細爬梳這些轉變的研究似乎尚有

不足。筆者以為，這些轉變包含了「創作主體」的淡化、「作者角度與讀者角

度」的雜揉、「意」與「境」的分離三者，而此三者又是彼此相關聯的。這些

轉變不只是皎然對王昌齡的突破，更對「意境論」之後的發展造成深遠的影

響，可謂是皎然對「意境論」的轉向。 

 

關鍵詞：皎然、意境論、意境、詩式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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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意境論」，假使我們肯認此一提法確然擁有其文學史意義，首要關注者

當是其為何形成──包括了對歷史傳統的縱向繼承與受時代背景的橫向影響，

次者則為這一理論形成後的演變與餘響。學界對「意境論」的研究成果豐碩，

黃景進先生《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一書可謂集大成者，對上述二

者的爬梳已詳，毋須再行贅述。1惟「意境論」此一提法的重要性該如何解讀，

或尚有進一步辨清的空間。蕭馳先生認為：「『意境』具有這樣的意義（案：

指「中心審美範疇」）對源遠流長的中國藝術史而言，應當只是階段性的藝術

和理論形象。」2「意境論」究竟是當代論者對中國傳統文學的重要發掘，抑或

是受王國維「境界說」影響而成的理論建構，是個值得再探索的問題。然而，

中國對於文學批評術語的運用，往往並不預設具有可明確界定的意涵，不同年

代、語境的差異更導致同一詞彙在不同論者筆下總是變動不居。因此，深入爬

梳「意境論」在唐代的演變，或許是一條適合切入的研究進路。 

皎然《詩式》、《詩議》的討論在學界早已蔚然成風，就其文學史價值而

言，蕭馳先生指出：「討論『詩境』，皎然的地位實難取代，允為中唐『詩

境』觀念之代表人物。」3張伯偉先生也認為：「佛學以皎然上人《詩式》為中

介，從而對晚唐五代的詩格產生影響。」4王夢鷗先生則云：「是則皎然詩論之

遺響，至晚唐其聲益隆，而陷溺之者亦愈不能自拔。宋人好為詩話，雖薄此而

不為，然尤而效之者，亦頗有人。」5顯然，無論是從文學史的角度、思想影響

的角度、文論影響的角度觀之，皎然的地位皆無庸置疑。即或是以「意境論」

的角度觀之，皎然對首度拈出「意境」的王昌齡之有所繼承，業已早非新論。

王夢鷗先生即云：「今觀詩式內容，多推演王昌齡論詩之旨，尤重其所謂『意

格』。」6所謂論詩之旨或可由許多面向觀之，7但筆者更關注「意境論」在此

間的承繼關係，黃景進先生對此有兩段相當具啟發性的論述： 

 

皎然的詩論並不是王氏詩論的重複，在發展王氏詩論時，皎然提出作

                                                      
1 請參見黃景進：《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 
2 蕭馳：〈中唐詩風與皎然詩境觀〉，《佛法與詩境》（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9 月），頁 117。 
3 蕭馳：〈中唐詩風與皎然詩境觀〉，《佛法與詩境》，頁 120。 
4 張伯偉：〈佛學與晚唐五代詩格〉，《禪與詩學》（臺北：揚智文化，1995 年），頁 13。 
5 王夢鷗：〈試論皎然詩式〉，《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 年 2 月），頁 311。 
6 王夢鷗：〈試論皎然詩式〉，《古典文學論探索》，頁 301。 
7 如許清雲教授從「苦思」、「體勢」、「意境」三方面探討皎然對王昌齡的繼承，當可酌參。許

清雲：〈皎然《詩式》對王昌齡《詩格》的傳承與創新〉，《靜宜中文學報》第 3 期（2013 年 6

月），頁 1-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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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重意（文外之旨）、取境等觀點，造成意境論的轉向，影響極為深

遠，很值得注意。8 

王昌齡所謂照境取象，純從作者角度論寫作方法，而皎然所謂取境與偏

高、偏逸之關係，則揉合了作者與讀者的觀點。同樣，皎然重視言外之

旨、重意，亦皆包含有讀者觀點。9 

 

黃先生指出，皎然對王昌齡詩論的拓展造成了「意境論的轉向」，然而此一轉

向應如何解讀？這首先極可能就包含了所謂從「作者角度」到「揉合作者與讀

者的觀點」。之所以不視此為觀念的變化或創新而稱之為轉向，想來是考量了

此轉向在皎然之後被繼續沿襲之故： 

 

由王昌齡的純作者角度，經皎然混合作者與讀者，至劉禹錫之純讀者角

度，正反映意境論由作者立場往讀者立場的移動，……這種情形，至司

空圖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而達到高潮。10 

 

可見「意境論」的意涵從作者角度向讀者角度的轉移實是由皎然承先啟後的。

筆者認為，此一移動又與皎然詩觀呈現的另一「意境論」變化有其內在的連

結，即是「創作主體」的淡化。 

蔡瑜先生對王昌齡《詩格》先後作過兩次研究，先是以「意境論」的脈絡

探討王昌齡的「境思」理論，11復又以梅洛龐蒂等人的觀點作為參考，拈出王

昌齡的「身境」說。12蔡瑜先生試圖擺落「意境」脈絡回歸《詩格》文本的考

察，絕非僅有借鑒知覺現象學提出創見的意義，「身境」的提出更直指王昌齡

詩論中一大核心特質。蔡瑜先生指出「『身』這個字或是『身心』連詞，也初

次作為創作主體被運用。」13的是洞見。然而「身」或者「身心」之作為創作

主體的特色，在皎然乃至其後司空圖等人的詩論中卻無所見，換言之，與其說

《詩格》中對「創作主體」的揭舉在批評史上有造成重大影響的地位，毋寧認

                                                      
8 黃景進：〈皎然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75。 
9 黃景進：〈皎然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96。 
10 黃景進：〈皎然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210。 
11 蔡瑜：〈唐詩學中意境理論的形成〉，《唐詩學探索》（臺北：里仁書局，民國 87 年 4 月），頁 

124-頁 136。 
12 蔡瑜：〈王昌齡的「身境」論──《詩格》析義〉，《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297-頁 325。 
13 蔡瑜：〈王昌齡的「身境」論──《詩格》析義〉，《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298-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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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創作主體」是因其後以缺席狀態呈現而彰顯意義的。筆者以為，此「意

境論」中的「創作主體」並非驀然消失於文學視野，而是隨著「意境論」從作

者角度往讀者角度轉向逐漸淡化的過程，其中皎然自也扮演著重要的過渡角

色。 

筆者認為，前兩段所提及之二種轉向也對「意境論」內涵產生了影響，尤

其落實在「意」、「境」之關係變化。誠如黃景進先生指出： 

 

唐人論意境，大都將意與境分開，王昌齡更明顯地將意句與境句（景

語）分開。14 

 

唐代論詩著作中，「意境」相連使用之例屈指可數。雖然，「意境論」之提法

本就應含括更大的範疇，但筆者認為「意境」在王昌齡《詩格》中實是一相即

不離的文論概念，而此一特質又依著「創作主體」而存在。故隨著「創作主

體」、「作者角度」自皎然開始轉向，並最終呈現不同面貌後，「意」、

「境」也成了可分而論之的概念。黃景進先生認為： 

 

在《文苑詩格》中，則不是以「句」為單位，而是以意與境兩種因素分

析句法……這種現象反映出，意境論的發展是出於對意與境兩種因素如

何融合的探索，並且其分析是越來越趨精細……《文苑詩格》所謂

「月、臺是境，生、慘是意」，似啓發了南宋人（如范晞文《對床夜雨》

用情景兩種因素分析詩句，而釋普聞《詩論》則亦用意句與境句分析宋

人（如王安石、黃庭堅等）之詩句。15 

 

筆者對此持不同意見，蓋「意境」在《詩格》中本具某種相即不離的特質，

「意」、「境」到了中晚唐卻成了兩種因素而可分而論之。且當詩論者開始追

求「意境融合」、「情景交融」，正從反面應證了「意」、「境」已為兩個面

向的文學概念，則「意境論」的發展或可視為「意境」逐漸分離的過程。 

循此，筆者擬從「創作主體的淡化」、「作者角度與讀者角度的雜揉」、

「意與境的分離」三節討論皎然《詩式》、《詩議》所呈現的「意境論轉

向」。 

                                                      
14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222。 
15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222-頁 223。 



道南論衡──政大中文 2021 年全國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50 

二、 從「處身於境」到「體德內蘊」──「創作主體」的淡化 

本節的論述擬以「創作主體」為中心，討論皎然詩論中對此的轉化。王昌

齡《詩格》為唐代「意境論」初期的代表，16而在「意境」之外，將「身」作

為「創作主體」提出亦是《詩格》的創見。誠然，從詩被創造、生發的角度視

之，「創作主體」在詩學史上始終以一種隱性的聲音存在，「言志」、「緣

情」等提法彰顯了中國詩歌無法擺落作者的特性。然而，《詩格》的貢獻絕不

僅止是「從情志主體到身體主體」，17更是他論述中在在對此主體的強調，這

又呈現於《詩格》各種對詩的論述之中。然而，不論是主體的揭舉還是對此主

體的高度重視，在《詩式》《詩議》中皆出現了巨大的轉變。皎然詩論中「創

作主體」的概念並未全然消失，卻回歸為一種隱晦、潛在的模式，而這樣的論

述模式自然導致了《詩格》中依存「創作主體」的論述型態消失無蹤，則此潛

在化的創作主體在皎然的詩論中便也獨立無依了，下文便以此二點探討「意境

論」於「創作主體」的轉向。 

（一） 「創作主體」的潛在化 

考諸《詩格》中較可視為王昌齡的部分，18「身」字凡十四見。其中既有

以宏觀視角討論「身」對於創作的重要性者，亦有以創作實踐角度論之者，此

節先以前者論之。蓋以「論文意」條的一段論述最為重要： 

 

皆須身在意中。若詩中無身，即詩從何有。若不書身心，何以為詩。是

故詩者，書身心之行李，序當時之憤氣。19 

 

此段論述從「詩從何有」、「何以為詩」一類極端性的反詰問法揭示了「身」

的重要性。雖然，王昌齡亦有「詩本志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

                                                      
16 黃景進先生即云：「唐代是意境論真正形成的時期，其中，盛唐詩人王昌齡可說居於承上啟下

的關鍵性地位。」黃景進：〈結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225。 
17 蔡瑜：〈王昌齡的「身境」論──《詩格》析義〉，《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299。 
18 一般認為《詩格》卷上最有可能出自王昌齡之手，卷下則真偽交雜，不過「詩有三境」、「詩

有三思」的論點與王昌齡詩論相通，時常一併討論。關於此方面論述，請參見黃景進先生〈王

昌齡的意境論〉：「唯《吟窗雜錄》本有『詩有三境』與『詩有三思』二項，亦有參考價值，故

亦酌採之。」黃景進：〈王昌齡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38。；

蔡瑜先生：〈王昌齡的「身境」論──《詩格》析義〉註 3：「從本文的析論可見出『三境』、

『三思』與卷上『境論』的語彙及理路存在明顯的互通之處。」。蔡瑜：〈王昌齡的「身境」論

──《詩格》析義〉，《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298。 
1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年 4 月），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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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於言」20一類明顯承自傳統的說法，措辭卻絕無上舉文字的激烈。「身」對

於詩的不可或缺性還能見於兩段文字的比較： 

 

夫詩，一句即須見其地居處。如「孟春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

託，吾亦愛吾廬」。若空言物色，則雖好而無味，必須安立其身。21 

詩有「明月下山頭，天河橫戍樓。白雲千萬里，滄江朝夕流。浦沙望如

雪，松風聽似秋。不覺煙霞曙，花鳥亂芳洲」。並是物色，無安身處，不

知何事如此也。22 

 

此二段論述雖為針對實際作品而發，實是重視作詩時需對作者的「身」須有所

安頓。蔡瑜先生認為王昌齡藉由這兩段詩句的對比呈現了「身體在場」的根源

性意義，23更可見「創作主體」在此是以重要的地位被揭舉的。在此可稍加注

意者為，「吾亦愛吾廬」固然使作者「身體在場」的狀態一目了然，惟「不覺

煙霞曙」一句，「不覺」既是主觀的感受，實不可說作者的意識並未參與其

中，二者「創作主體」的差別實是就言說層面而非創作層面而言，作者主體與

世界的關係並未在後者中消失，但在詩中文字處於懸置的狀態，而這正是王昌

齡所不推崇的模式。而正如前文所提，王昌齡並未對「情志」之於作者的重要

性加以否定，故此處之「身」，又實是含括情志在內的「創作主體」，而王昌

齡特別以「身」的提法將其揭舉，並在在強調此「身」對於詩的重要程度，這

是十分突出的。 

然而，待得皎然《詩議》、《詩式》繼作，不僅「身」的提法盡數消泯，

甚至連傳統「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觀點也幾希，或許只有序中對作用的論

述勉強觸及： 

 

其作用也，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24 

 

                                                      
2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1。 
2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3。 
22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8。 
23 蔡瑜：〈王昌齡的「身境」論──《詩格》析義〉，《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04。 
2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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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以詩的作用而非本質言，依照黃景進先生的解釋，此處所謂的作用應「一

方面是就創作主體而言，指的是在創作構思時較為用心經營苦慮」，而「另一

方面，作用亦指作品方面的風格特徵。」25這又與「取由我衷」、「得若神

表」的兩個面向的論述相符應，從「放意須險，定句須難」、「取由我衷」等

「苦思」層面的論述來看，作者作為創作主體的創作活動仍是作詩當然不可或

缺的一環。但至少就言說層面而言，若不穿透「創作活動」此一表層，

「心」、「志」、「身」云云未經轉化的「創作主體」之原初狀態簡直徹底透

明化了。 

那末，「創作主體」在仍重視指導作詩方式的皎然詩觀中便絲毫無跡可尋

嗎？或許一種相形迂迴的理解方式能提供一點線索。「辯體有一十九字」條

云： 

 

評曰：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

首舉體便逸。才性等字亦然。……一字之下，風律外彰，體德內蘊，如

車之有轂，眾輻歸焉。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體，風味盡矣，如《易》

之有《彖辭》焉。26 

 

詩人的取境活動最後能用一字辯其體，且「風律外彰，體德內蘊」，此體德又

可比之於車之轂，可見其居於內而具統攝之功能。黃景進先生認為此「取境

說」表明了「詩的內部有一種統一性──體德，而此種統一性則來自『取

境』」，又可歸納為「取境決定體德，體德決定言外之旨」的理論結構。27換

言之，詩的外在表現（風律）在相當程度上取決其某種內在因素（體德），此

內在因素自是來自取境的詩人。事實上，「取境」這個行為本便不可能脫離詩

人而存在，蕭馳先生說：「『取境』是屢屢見諸佛典的成語，『取』為心有取

執之意。」28劉衛林先生曾對「取境」的觀念如何在中唐被落實到文學理論進

行的爬梳，他指出：「（按：指皎然）從『思』的作用來闡明如何『取境』成

詩，正可反映出皎然的這種詩歌理論，本來就密切聯繫著佛家上述這種關乎心

境問題的『作用』觀念。」29顯而易見，皎然詩論中的「創作主體」非但不是

不存在，甚至因著如「取境」等創作概念的闡釋而不難發現。然而正如王昌齡

                                                      
25 黃景進：〈皎然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83-頁 184。 
26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2。 
27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92-頁 193。 
28 蕭馳：〈中唐詩風與皎然詩境觀〉，《佛法與詩境》，頁 140。 
29 劉衛林：〈中唐詩境說的取境之說〉，《中唐詩境說研究》（臺北：萬卷樓，2019 年 1 月），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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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其身」與「無安身處」的差別，皎然詩論中的「創作主體」是懸置的、

是在創作層面有所展露卻不必非宣之於口的的。故筆者認為此「創作主體」已

淡化成一種隱晦的模式。皎然既無對此彰顯的意圖，後世受其影響甚深的文論

家們更不加以開展，甚至走向連創作層面的「創作主體」都無跡可尋的地步。

總而言之，若說王昌齡詩論對「創作主體」的要求是同時呈現在詩論與創作兩

層面，則皎然文論中僅有創作層面的主體而不必然非要明言，至於晚唐司空圖

等人，即使他們詩論中的作者依舊與世界相感，然因其評析的角度已全然往讀

者面向傾斜，則幾乎連創作層面的「創作主體」都不見蹤影，理論中自然更是

絲毫不見「創作主體」的痕跡。我們可以說，王昌齡藉由「身」此一提法所揭

舉的創作主體，在皎然時已失去其最重要的意義，到了晚唐司空圖等人則幾已

名實俱亡了。 

（二） 「創作主體」的獨立化 

除了較高視野的討論外，《詩格》對身的描述也深入實際的創作環節，大

致又可從「六義」、「境」兩部分考察： 

1. 「境」中創作主體的消失 

「詩有三境」條中，「物境」、「情境」都提到了「身」在其中扮演的角

色： 

 

物境一。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於心。處

身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中，然後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 

情境二。娛樂愁怨，張於意而處於身，然後馳思，深得其情。30 

 

由是可知，「身」除了是作詩的絕對要素外，也是落實於「境」時不可脫離

的，若非「處身於境」、「張於意而處於身」，則「境」亦無所從來。然而，

皎然論「境」的關注重點顯與此截然不同。雖然，前一小節所舉「辯體有一十

九字」條中「風律」、「體德」的對舉似與「物境」身心對舉、「情境」身意

對舉中有相同之處，然一來皎然直言「風律」「體德」彼此為內外關係，與論

境的王昌齡舉身心等語的用法大有不同；二來如前所述，從「體德」至「創作

主體」的進路有相當後設的主觀詮釋成分，皎然於此絕無特別強調主體之意。

                                                      
3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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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式》中另有「取境」條，內容集中於「苦思」的討論，此雖是「創作主

體」的行為，然此主體在「取境」的相關論述中並未被特別強調，只是作為｢苦

思｣的行為者潛在存在而已，下文將引皎然「取境」的原文並探討其意涵，將可

更清楚地看出此點。 

綜上所述，雖王昌齡、皎然的敘述角度略有差異，卻皆是由創作的面向討

論「境」的意涵，然而被王昌齡一再強調、作為「創作主體」的「身」，卻已

不見於皎然的相關討論之中了。 

2. 「六義」中創作主體的隱藏 

《詩格》中對「六義」，尤其是比、興之提法極為特出，先列原文如下： 

 

二曰賦。賦者，錯雜萬物，謂之賦也， 

三曰比。比者，直比其身，謂之比假，如「關關雎鳩」之類是也。 

四曰興。興者，指物及比其身說之為興，蓋托喻謂之興也。31 

 

蔡瑜先生指出：「王昌齡《詩格》對於『比』、『興』解釋的特殊之處在於他

掌握到『比』、『興』的活動是環繞著身體展開。」且「此一轉變的意義在

於：一方面把比興的基礎從物轉到身，另一方面則把關注焦點從寫作方法轉到

創作主體。」32可見其對「身」在創作環節的強調是十分昭然且前所未見的。 

作為重要的傳統文學觀念，六義在皎然詩論中也被提及，在此僅列賦、

比、興三者以作比較，如《詩議》「六義」條： 

 

二曰賦。賦者，布也。象事布文，以寫情也。 

三曰比。比者，全取外象以興之，「西北有浮雲」之類是也。 

四曰興。興者，立象於前，後以人事諭之，《關雎》之類是也。33 

 

又如《詩式》「用事」條論比興： 

                                                      
3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59。 
32 蔡瑜：〈王昌齡的「身境」論──《詩格》析義〉，《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03。 
33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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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且於六義之中，略論比興。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凡

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關雎》即其

義也。34 

 

可以看出，《詩格》中與身聯繫緊密的比興變成以「象」、「義」為高，作者

以取象者、諭人事者的身分參與創作，自身卻不再必須進入比興活動之中。羅

聯添先生曾整理唐以前十八種比興的意義，大多關乎物、事、象，如王昌齡這

般以「身」揭舉比興中「創作主體」的例子絕無僅有。35雖然，王昌齡作為孤

例的提法不能代表當時的普遍觀念，但「身」作為《詩格》中具有重要意義的

提法，則再一次得到證明。 

然而正如前所言，以「創作主體」詮釋六義的模式並不被其他論者所繼

承，甚至在皎然時便已失落。而皎然以義、象、象下之意等為主的詮釋模式，

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王昌齡以前的比興概念。這並不僅是止於詞彙運用的說法，

若參照顏崑陽先生對從先秦到六朝的比興意涵整理，由先秦時期「讀者感發志

意」的「興」義，至東漢時期「興」轉變為結合「作者本意」與「語言符碼」

的「託喻」之義，再到六朝時期「興」轉變為「作者感物起情」的「作品興

象」之義的脈絡來看，36皎然的比興說隱然呈現一種回歸的傾向，其重視的層

面無疑更接近東漢、六朝等意象的概念。《詩格》獨創了以「身」詮釋比、興

的模式，但隨後受王昌齡影響甚深的皎然卻已無此觀念，這是個頗值得注意的

現象。 

一般而言，用「獨立化」形容一個概念往往指其被重視、強化。然筆者此

處所指並非「創作主體」在皎然詩論中被凸顯、強調而獲得獨立的地位，而是

指本在王昌齡詩論中與其他概念的緊密相連的「創作主體」在皎然「取境」、

「六義」等落實至實際創作層面的論述中失去了此聯繫，成為一獨立存在的概

念。這與皎然詩論中「創作主體」的潛在化是相關的，也象徵了「創作主體」

在其詩論中重要性的下滑，更是「創作主體」在其晚唐人如司空圖詩論中徹底

消失的徵兆。 

（三） 小結 

                                                      
3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30。 
35 參見羅聯添：《唐代文學研究綱要》（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 12 月），頁 67-頁 69。 
36 參見顏崑陽：〈從「言意位差」論先秦至六朝「興」義的演變〉，《詩比興系論》（臺北：聯

經，2017 年 3 月），頁 77-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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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藉由《詩格》與《詩議》《詩式》的比較，呈現出「意境論」的「創

作主體」從王昌齡到皎然潛在化與獨立化的趨勢。蓋《詩格》中對「身」的揭

舉雖於詩學史上是十分特別且甚至可能僅此一家的現象，但若我們肯認《詩

格》可目為「意境論」形成的肇端，則此現象對「意境論」初始意涵的詮釋效

力實不應被忽視。然而，此「創作主體」到皎然詩論中顯已不再是個被重視的

概念，筆者之所以認為仍能以曲折的方式解讀皎然詩論中的「創作主體」，一

是指導作詩仍是皎然詩論的一大要旨，二是皎然既以內、外二面向論詩，「風

律」、「體德」對舉的提法讓我們相信皎然仍未完全捨棄屬於詩的內在本質與

作者的聯繫。皎然之後，「司空圖是晚唐意境論的代表」37，我們可以看到他

在〈與李生論詩書〉中的「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38、〈與極浦書〉中的

「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39，這些詩論與詩的關係從「作詩」

變成辨味也似的「言詩」，討論的對象從創作面向的「詩人之意」變成「詩家

之景」，則「創作主體」至此的徹底消泯不言可喻。 

然而，一首詩既不可能憑空而生，則作為「創作主體」的作者之必然存在

是無需贅述的。那麼特地說明「創作主體」的在這樣的推移中以不同方式成

立，具備什麼樣的意義呢？且皎然、司空圖等人在詩論中未細論創作主體的現

象尚容許另一種解釋：以架構的系統性、論述的完整性而言，王昌齡《詩格》

時遠不如皎然、司空圖，在言說的層次上也更易顯得散亂，這是由於《詩格》

編纂、流傳的混亂情形所致，而皎然等人之作經歷更濃縮的思考，則概念的未

明說或許為其思考深化後的結果，而創作主體的存有或為其預設之前提，不必

加以細談，若此則實不能說皎然往後的創作主體有「淡化」的傾向。但據本節

觀察，筆者以為「創作主體」在王昌齡時不只以言說的層次被明確以「身」為

統攝的概念含括並強調，且與其他詩學概念如「三境」有強烈之連結，「創作

主體」本身是以非常明確的角色介入其詩學系統的，而並非散亂無章的論述。

皎然僅透過創作活動與作品風格兩端見之，與其認為是對「創作主體」的深

化，不如認為是對其的重視程度確然地下降。晚唐司空圖等人文論中的「創作

主體」則非但未重新返回言說層次，反而連創作活動的角度都隨之消失，重視

的已是詩歌呈現的效果而非詩人之意。由是可知，「創作主體」定位的推移，

又與不同詩論家對「創作」、「鑑賞」等行為之重視程度有關，而這也呈現在

皎然「作者角度與讀者角度雜揉」的特色之中，可見這些轉向彼此都是相互聯

繫的，下一節便接著討論此一轉向的意涵。 

                                                      
37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210。 
38 唐‧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頁 3761。 
39 唐‧司空圖：〈與極浦書〉，收入清‧董誥等編：《全唐文》，頁 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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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作詩到評詩──「作者角度與讀者角度」的雜揉 

王昌齡《詩格》一如當時詩格類作品，以指導作詩為宗旨，這是無庸置疑

的。王夢鷗先生甚至認為「他（按：指王昌齡）很可能因其詩名而在任上廣收

徒侶，擔當『詩家夫子』的實務，以詩法傳授於當時的訪客。」40相較而言，

皎然《詩議》、《詩式》雖同樣有指導作詩的部分，卻不再侷限於此，皎然詩

論中除了作詩之外，亦表現出鑑賞的態度，學者對此的研究已多，如許清雲先

生認為皎然撰寫《詩式》的動機含括了「不滿時人詩格卑弱」、「不滿時人品

藻不公」、「不滿時人論詩未精」三個面向，41第一種顯是就作詩言，後二者

則更貼近讀者、論者的角度。而皎然實際上如何以自身的批評回應、糾正時人

的品藻風氣，業已研究頗豐。42然關注到皎然作者、讀者角度的雜揉是從王昌

齡以後的一種轉變者，當以黃景進先生「從作者角度論寫作方法」到「揉合了

作者與讀者的觀點」的觀察最為精闢。43由於此一變化並非黃先生關注的重

點，故並未進一步展開論述。然此變化既作為本文探討「意境論轉向」的重要

一環，加之上文業已提及「創作主體」的淡化與此角度的變化是有所聯繫的，

故深入探討此變化如何呈現則是本文不可迴避的問題。 

作者角度的論述，主要是以指導創作的面向而言，這在王昌齡與皎然的詩

論中皆有所見，惟二人詩論意涵複雜且論者已多，筆者在此不打算過度探討其

指導創作的實際意涵；讀者角度的論述，則更聚焦在評賞的面向，與全書皆以

如何創作為宗旨的《詩格》相比，《詩議》、《詩式》之中則可明顯看出更多

評賞的意圖。然而，此二角度在理論上雖屬不同面向，落實於文本中確實難判

然二分，如文意的論述，說是關於作者如何呈現文意的討論固無不可，說是關

於讀者如何理解作品文意的說明也未嘗不能。故這方面的討論若逕分作者角

度、讀者角度而談，恐過於僵化且論證力度不足。筆者在此擬以二人於詩論中

所引詩例為出發點，先探討這些詩作、詩人的數量、比例以及其意義，並接著

分析這些詩例如何被運用於各章節內容之中，同時討論《詩格》與《詩議》、

《詩式》的章節與內容在詩論意義中的不同。筆者認為藉由傳統文論「摘句為

評」的特色出發以此兩種層次的討論彰顯作者、讀者角度在二人詩論中差異，

或為更恰當的進路。 

                                                      
40 王夢鷗：〈王昌齡生平及其詩論〉，《古典文學論探索》，頁 287。 
41 許清雲：《皎然詩式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 1 月），頁 17-頁 26。 
42 如許連軍先生便於《皎然《詩式》研究》中對此進行細緻的討論。參見許連軍：〈五格品詩及

其唐詩觀〉、〈《詩式》的作家作品批評〉，《皎然《詩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3

月），頁 63-頁 81。 
43 見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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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進入文本的歸納討論之前，或有另一觀念應先行辨析，王昌齡《詩

格》與皎然詩論尤其是《詩式》相比，就篇幅而言，遠不似後者長篇鉅制足有

五卷之多，就架構而言，《詩格》正如王夢鷗先生所說「因疑所謂『王氏論

文』，本為當時人問詩法於王昌齡，王氏隨事講述己意，而聽者各記其所聞」

44，導致《詩格》文字淺俗、結構散亂，系統性遠不如《詩議》、《詩格》，

則在比較二人詩論如文本中詩人的舉隅、詩例的緣引數量上之落差時，務須先

存有此二點差異之考量，避免在不同的基礎上逕自比較，導致詮釋的意義與效

力不足。 

（一） 二人詩論中對詩例引用之整理與分析 

中國論詩傳統中，無論宗旨是指導作詩抑或賞析評詩，論者多隨文舉他人

詩例以為佐證，此等摘句的操作手法也因此成為了研究詩論時的一個著力點。

然而，正因摘句為評的傳統在各種場合被廣泛運用，加之前文曾言作者角度、

讀者角度落實至文本考察時頗難截然二分，故如何透過王昌齡、皎然所舉詩例

分析二人論詩時作者、讀者角度之異，實須審慎對待。筆者擬分兩點論之，首

先以二人書中（皎然《詩議》、《詩式》於此合併統計）所舉詩例的數量、比

例分析其差異，次則分析這些詩例在二人論詩時扮演甚麼角色，當可大致見出

其間的分別。惟二人詩中有少數無主名詩作，因為數不多且難以探討二人對詩

人運用的情形，在此略過不論；又二人在極少處以賦為例，為集中在詩作討論

也暫且擱置。筆者認為以上兩種狀況所佔部分既微不足道，且此小節之目的是

從二人對詩例、詩人的舉隅進行分析而非作全面性的統計，這些取捨當不致於

導致最終結論的偏差。 

以二人所舉有主名的詩作數量而言，刪汰重複引用的部分後，，王昌齡在

《詩格》中所舉詩例共 61 首，皎然在《詩議》、《詩式》二書中則共舉 513

首。此外，可以見出詩作的分佈在《詩格》中甚為散漫，「調聲」、「十七

勢」、「六義」、「論文意」所舉詩例分別為 8 首、35 首、1 首、47 首，不同

篇章之間的落差相當顯著；與之相比，皎然舉詩的分佈則呈現兩種情形，第一

種為探討作詩之法時舉詩例說明，此時單篇段落中所舉詩例並不甚多，如「論

文意」、「詩對有六格」、「詩有八種對」、「詩有十五例」等篇中分別引了

15 首、6 首、13 首、19 首詩，第二種則是該篇章引大量詩作而僅在開頭作一段

說明或無說明，如「王仲宣〈七哀〉」、「『西北有浮雲』」、「『池塘生春

草』」、『明月照積雪』」、「直用事第三格」、「有事無事第四格」等章各

自用了 20 首、19 首、68 首、126 首、142 首詩，儘管第二種用法中亦有引用詩

                                                      
44 王夢鷗：〈王昌齡生平及其詩論〉，《古典文學論探索》，頁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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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數與第一種相類者，然而此種用法之呈現模式相通，且此種引詩方法時常一

次舉大量詩作都是十分明顯的。45  

就詩作數量言，考量二人詩論篇幅的差距，近九倍的引詩數量差似是十分

合理，且若進一步考察這些詩作所含括的詩人，則《詩格》中所引 61 首詩分別

來自 23 位詩人之手，平均每位詩人選入了 2.65 首詩，《詩議》、《詩式》中

513 首詩則來自 178 位詩人之手，46平均一位詩人收錄 2.88 首詩作，就詩作與詩

人的比例而言也相差不大。然而，撇開平均而談的話，《詩格》中對王昌齡之

詩引了 27 首，47佔了足足 44%的比例，此後竟便是崔曙、鮑照、劉楨、謝靈運

四人以 3首（5%）的比例居於第二位，餘者則只有 1、2首之數；皎然引詩則無

如此極端的現象，《詩議》、《詩式》中引詩超過十例之詩人共有 13 位，分別

為宋之問、何遜、謝朓、王維、謝靈運、江淹、鮑照、庾信、吳均、陶潛、沈

佺期、錢起、張九齡。雖然，由於《詩議》、《詩式》引用的詩作與詩人基數

皆遠多於《詩格》，故這些詩人的詩作所佔比例仍不如在《詩格》中排第二的

3 首（5%），但整體而言，比起王昌齡之於《詩格》的獨占鰲頭，皎然引詩不

但觸及更廣，且在分配上明顯平均了不少，即使是他特別推崇的謝靈運，亦只

是這一群較常引用之詩人的其一而已。 

依常情推斷，王昌齡於詩論中大量引用自己的詩作，斷無自行對其大加讚

賞、評斷優劣的道理，說是指導作詩時為著方便而引自己詩作為例解說應更有

可能；皎然所引詩作之多、詩人之繁雖未必能逕自認為代表著以讀者的身分品

評，但皎然引詩作的情形較不似王昌齡存在著極端的比例，此一變化也是明顯

的。此處應注意者為，較為平均地呈現各詩人之作在某方面是出於《詩式》分

品第之形式的緣故，皎然在此將詩分為五「格」，這點會再於下文詳述，而正

是基於這樣詩有高下的立場，皎然勢必得尋找他認為可以代表各種「格」的詩

作，而非僅取他認為最好的詩作，很可能是導致他博採眾家的主因之一。這也

代表論者應更加謹慎地分析皎然如何評詩，不同於王昌齡舉符合他欲說明之意

旨的詩歌解釋作詩，皎然所舉詩歌有時用以說明他所評的品第，數量不必然代

表推崇，舉詩最多的宋之問有 7 首被列於第三格、10 首被列於第四格（其中

〈則天挽歌〉重複），就很能說明此一狀況。總之，無論基於何等意識，說

《詩議》、《詩式》呈現了比《詩格》更豐富多元的詩歌面貌，大概是不為過

                                                      
45 為了更明顯看出二人各篇章引詩的數量與比例，此處統計含括作者不明之詩與重複引用之詩

在內，與本文其他統計前提有異。 
46 據張伯偉先生考，卷四之魏彥與卷五魏彥深應為同一人，故此處合計為一人。 
47 《詩格》除引用王昌齡詩作甚多外，且盡數以「昌齡」稱之，或可為王昌齡作《詩格》之旁

證，由於論者已多且與本節論述無關，聊備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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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這些詩作實際上如何被二人用於論詩，則進一步顯露出皎然往讀者角度

轉變的傾向 。 

（二） 二人詩論中對詩例的運用與章節內容意義 

《詩格》的架構雖不嚴謹，然王昌齡所引之詩例卻大多可輕易找到他所欲

指涉的意涵，且大多半隨著解釋的文字。最可代表此特性者當屬「十七勢」，

如第一勢先道：「直把入作勢者，若賦得一物，或自登山臨水，有閑情作，或

送別，但以題目為定；依所題目，入頭便直把是也。皆有此例。」48下舉錢起

〈幽居春暮書懷〉、王昌齡〈寄驩州詩〉、〈見譴至伊水詩〉、〈題上人房

詩〉、〈送別詩〉二首、高適〈同羣公題鄭少府田家〉、陸機〈贈顧交阯公

真〉為例，十七勢幾乎皆依此定式行文。即使是「論文意」這一類涵蓋較廣的

標題，引詩之時亦皆可找到對應的內容，如以曹植〈雜詩〉、謝靈運〈歲

暮〉、曹植〈美女篇〉說明「文章五字輕重」，以謝靈運〈登池上樓〉、謝脁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說明「詩有天然物色」等等，49可以見出王昌齡引詩有

強烈的目的性，即用以佐證《詩格》中指導的作詩方法。從《詩格》「論文

意」一章重複出現的「凡作詩之體」、「夫置意作詩」、「凡作詩之人」的提

法也是基於同一立場。綜上所述，王昌齡《詩格》完全是一本以作者角度為取

向的詩論著作，殆無疑問。 

皎然引詩通常可分兩種，第一種為指導作詩之舉例，此種用法與《詩格》

相似，多集中於《詩議》，如「詩對有六格」、「詩有八種對」、「詩有十五

例」等等，值得注意的事前二者的運用雖大體與《詩格》相似，在語句的說明

上卻已相形精簡，舉「詩對有六格」中部分為例：「的名對。詩曰＂『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雙擬對。詩曰『可聞不可見，能重復能輕。』隔句對。

詩曰『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娥眉。』」由是可見一

斑。此外，《詩式》開頭「明勢」、「明作用」、「明四聲」、「詩有四

不」、「詩有四深」、「詩有二要」、「詩有二廢」、「詩有四離」、「詩有

六迷」、「詩有七至」、「詩有七德」、「詩有五格」等章皆無引詩佐證，且

此部分論述與明顯以創作為宗旨的《詩格》相比，已容許更大的詮釋空間，且

舉「詩有四深」二條為例： 

 

氣象氤氳，由深於體勢；意度磅礡，由深於作用；用律不滯，由深於聲

                                                      
48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52。 
4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3、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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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用事不直，由深於義類。50 

（詩有四深） 

 

若從創作的角度而言，則是「深於體勢」、「深於作用」可達致「氣象氤

氳」、「意度磅礡」的效果；若從鑑賞的角度言，則「氣象氤氳」、「意度磅

礡」的美感需符合「深於體勢」、「深於作用」條件。這樣的解釋彈性正是皎

然作者角度與讀者角度雜揉的體現。 

皎然詩論中第二種引詩的方法則出現於卷一後半及卷二至卷五之中，主要

模式為立一標題後進行小篇幅的論述或不加以論述，接著舉大量的詩例而無任

何文字補充，如「作用事第二格」、「直用事第三格」、「有事無事第四

格」、「『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齊梁詩」等等。誠然，舉大

量詩例而不加以說明，仍可能是以作者角度為出發點，然此種呈現方式必然需

要更多的自行理解與詮釋是無庸置疑的。且皎然在此處行文之間，既有為各詩

間定高下的意味，更多處明言評鑑的立場，下文試舉一兩例論之。 

1. 為詩定品的分節 

皎然以在《詩式》中以用事為標準立五格，分收入五卷之中，其名目作

「不用事第一格」、「作用事第二格」、「直用事第三格」、「有事無事第四

格」、「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格」。除第一格外，第二格標題下小字云「亦

見前評。有不用事而措意不高，黜入第二格」51；第三格下小字云「其中亦有

不用事，格稍弱，貶為第三」52；第四格下小字云「於第三格情格稍下，故居

第四」53；第五格下小字云「情格俱下可知」54。這樣的敘述中透露出兩個訊

息：其一，從「黜」、「貶」、「下」等字可知，這五格之間有高下之別，一

如鍾嶸分詩為三品那樣；其二，分判高下並非純以客觀事實為標準，如「不用

事」之詩應為第一格，但經皎然認定「措意不高」者則入第二格，「格稍弱」

者入第三格，顯是以皎然自身的詩學觀作為出發點。在此，皎然不再僅以作者

角度的身分去指導寫詩，更以讀者的面向透過自身詩學觀去為詩定品，這是王

昌齡《詩格》中所無的。然這樣的分品又可說是為創作建立典範，最終仍回歸

                                                      
5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4。 
5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53。 
52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81。 
53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06。 
5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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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目的。則此實是創作、閱讀／作者、讀者的角度相互夾纏後所呈現的特

色，正是意境論在皎然筆下發生轉向的風貌。 

2. 評鑑眼光的用字 

除了直接區分詩作間的高低外，皎然用字遣詞間明顯流露出評詩的立場。

「評曰」二字被作為最常見的開頭使用，從卷一至卷五貫徹始終。此外，「王

仲宣〈七哀〉」一節言「一篇之功，併在於此，使今古作者味之無厭」55、卷

五開頭言「工之愈精，鑒之愈寡」56、「立意總評」一節言「詩人意立變化，

無有倚傍，得之者懸解其間。若論降格，更須評之。」57「味」、「鑒」、

「得」等等字眼的使用，在在顯示皎然時常將自己置在一個品味、評鑒的讀者

立場去評論詩的好壞。這樣的特質其實散見於整部《詩式》之中，然而與卷一

前半仍以指導如何作詩為主相比，卷一後半及其後四卷幾乎持這樣的讀者立場

去論詩，此一傾向是十分明顯的。 

（三） 小結 

鑒於作詩與讀詩本一體兩面，在傳統詩論中更難截然二分的前提，筆者本

節嘗試藉傳統論詩時引詩的操作模式，透過比較看出從《詩格》到《詩議》、

《詩式》間，純作者角度為主到作者、讀者角度混雜的的轉變。就引用詩人的

情況而言，皎然引詩的數量與觸及的詩人遠遠大於王昌齡，考慮到二人詩論篇

幅的差異，此一現象並未能提供直接的解釋。但若進一步分析這些詩作的比

例，可以發現王昌齡所引的詩例極大比例上為自己的詩作，幾可藉此斷定《詩

格》的目的純是指導創作而無評詩之意；相比之下，皎然對不同的詩人引用亦

有多寡之別，但若將他最常引用之詩人一併觀之，便可發現這些人的引用是相

對平均的，即使是皎然極度推崇的謝靈運也不例外。 

進一步考察這些詩例的運用情形，《詩格》中絕大多數被引用的詩都可以

找到相對應的文字，可以見出王昌齡完全是為了說明創作的方法而作為例子引

用，用字遣詞之間也都是以作詩之人為出發點；皎然在《詩式》的極大篇幅中

有引詩而不論的現象，更大程度上須求讀者的自行解讀，且既為各詩判定品

第，也時常在文字中以評詩者自居，在部份繼承王昌齡作詩一類的論述外，更

有許多以讀詩為取向的部分。 

在本節的探討之後，此處當有一觀點應予以辨明。中國傳統詩論，舉凡詩

格、詩話等著作，多半是以指導作詩為目的，若從這個層面觀之，則所謂「作

                                                      
5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8。 
56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30-頁 331。 
57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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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角度」、「讀者角度」最終其實都是為指導作詩而服務，則此轉變的提法是

否便不成立？筆者以為，就算最終都以指導作詩為旨，在論詩時呈現的此二角

度仍是值得被注意的。一來，從詩論家的角度出發，縱使最終目的相同，不同

的言說進路本身便是文學批評史現象的呈現；二來，即或是對指導作詩的對象

而言，當論詩者在文字上出現「作者角度」到「讀者角度」或者說「作詩」到

「評詩」的偏移，這些作者在創作時也必然受此影響，從而在寫詩時更加注意

如何呈現情感、意象以致於讓讀者體會到他試圖傳達的意涵。換言之，在同樣

以指導作者為目的的前提下，不同的論說模式也會導向不同的指導效果。故

此，即便「作者角度」、「讀者角度」除了文句分辨困難，實際上立意也時常

交雜，筆者仍認為這樣的注意是有其必要的。並非要將此二者截然二分，而是

對此二者在文論中就外在表現與內在意涵的差別進行觀察與比較，藉此更加了

解「意境論」在文學史上發生的一些變化。 

四、 從《詩格》到《詩議》、《詩式》──「意」與「境」的分離 

筆者曾於前言提出一個觀點，認為皎然的詩論所呈現出的「意境論」轉

向，除了包含前二節所提「創作主體淡化」與「作者角度與讀者角度」雜揉

外，更甚者則為「意」、「境」二種概念的分離。這些變化之間並非毫無關聯

的分離現象，「意」、「境」分離的提法毫無疑問預設了「意境」原是一統攝

性的、相即不離的概念，筆者以為此種特質確然體現在王昌齡《詩格》之中。

同時，《詩格》中所持的「作者角度」提供了此特質的立場，「創作主體」的

存有則使此特質成為可能，正是因為此二層次的特性到皎然詩論中都發生了變

化，「意」、「境」也才漸無所依，終成兩種論詩的概念。 

（一） 《詩格》中「相即不離」的「意境」 

黃景進先生認為：「唐人論意境，大都將意與境分開，王昌齡更明顯地將

意句與境句（景語）分開。」58這樣的觀察大抵是不錯的，然而在此或許可引

發兩個值得省思的問題：首先，「意句」與「境句」二者是完全不對等的存

在，蓋「意」的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學觀中淵遠流長，作為一個慣用的術語，王

昌齡《詩格》對意的使用凡一百多例，單獨運用而與「境」的概念無關者屢見

不鮮；然而「境」字作為文學概念，正如黃景進先生的考察，是經由漫長的演

變與融合的成果，59而王昌齡很可能便是第一個在著作中體現此成果的人，

                                                      
58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222。 
59 關於「境」如何成為中國文學的創作觀念，請參照黃景進：〈境字本義及其衍變：先秦至六

朝〉、〈境與創作觀念的結合：六朝至初唐的三教融合〉，《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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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字在《詩格》中共出現二十次，除卻一次引皇甫冉詩「入境便行春」、

一次作為標題（詩有三境）外，剩下的都是能體現「意境論」內涵之處。故

此，若要討論「意境論」中「意」與「境」二者之關係，恐怕應以提及「境」

字的段落為主，而不宜不加揀選地將所有「意句」納入討論範圍。再次，將

「景語」與「境句」視作一端，恐怕有忽略「境」蘊含之特性之虞，黃景進先

生指出「境與物是一體的，但境是對景物範圍的限定，凸出其特徵，使與人事

意義結合起來。」60換言之，「境」可謂是限定了範圍的「景物」，而此限定

既便於結合人事意義，則限定之原則或便受人的「意」影響。那末，將受

「意」影響之「境」與純粹之「景」同劃入「境句」一側而與「意句」相對的

模式，是否有進一步商榷的空間呢？ 

循此，進一步勢必得處理的問題，便是「境」的限定是否受「意」影響，

亦即本小節所欲探討的問題：「意境」在《詩格》中是否為一「相即不離」的

概念？前文曾提及，「意」作為文學概念歷史悠久，在《詩格》中時常脫離

「意境論」的脈絡而被運用，此自不應納入探討的範圍。故筆者擬探討者為，

是否《詩格》中所有對「境」的使用，即或未必明言，盡數都與「意」的概念

是相結合的？ 

先舉「論文意」一節對「境」概念之運用的段落視之： 

 

凡作詩之體，意是格，聲是律，意高則格高，聲辨則律清，格律全，然

後始有調。用意於古人之上，則天地之境，洞焉可觀。61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須忘身，不可拘束。

思若不來，即須放情卻寬之，令境生。然後以境照之，思則便來，來即

作文。如其境思不來，不可作也。62 

夫置意作詩，即須凝心，目擊其物，便以心擊之，深穿其境。63 

意須出萬人之境，望古人於格下，攢天海於方寸。詩人用心，當於此

也。64 

 

                                                      
頁 1-頁 134。 
60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71。 
6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0-頁 161。 
62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2。 
63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2。 
6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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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難發現，這些提及「境」的段落都同時出現了「意」，且有時伴隨著

「心」、「思」一類的字眼。當然，「意」作為王昌齡時常運用的概念，又是

「論文意」的主旨，此一節幾乎段段有「意」的探討，「境」與「意」是以甚

麼形式呈現其「相即不離」的特質，還須回到個段落的文本中分析。 

從第一段可以看到，王昌齡此處與「意」對舉者乃是「聲」，在第一句著

名的論述中甚至不見「境」的出現，。然而王昌齡再進一步論述「意」時，

「境」的概念便出現了。此處「意」、「境」二者顯然不是對舉的兩種概念，

「用意於古人之上」是「天地之境洞焉可觀」的先決條件。「天地之境」與

「天地之景」異於何處或許難從字面上見出，但王昌齡本身好於論「景」，則

此處用「境」必有其深意。在這裡，先「意」後「境」的論述進路或許提供了

一種解讀方式：正是因為先有「與古人之上的意」存在，「天地之景」才轉變

成了「洞焉可觀的天地之境」。 

在第二段中，針對「思若不來」之窘境的應對，所求者是「令境生」，且

「以境照之」後「思則便來」，若此處以「景」釋「境」，斷無景物憑空而

生、或者依著景物便保證靈感出現的說法。正因「境」作為「意」的一種體

現，一種景物之於詩的可使用狀態，「境思」方有如此神效。而「境」雖必有

「意」在其中，然「意」未必總能觸「景」成「境」，故也有「境思不來」之

時。 

第三段中，「置意」的先決條件為「凝心」，在沒有「意」、「心」的作

用前，景物就僅是「物」，然「以心擊之」所穿的便是「境」，在這裡「心」

的作用十分明確，而也斷不能說「意」與此是相分離的。 

第四段言「意須出萬人之境」，詩人作詩須其「意」特出，然而特出的表

現是「出萬人之境」，可見「意」與「境」概念之緊密，而詩作要勝過他人，

「意」雖是萬分重要的先決條件，終究還是要體現在呈現出的「境」之上，更

可見「意」、「境」一內一外、相即不離的關係。 

接著看「詩有三境」、「詩有三思」對「境」的使用： 

 

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物境一。欲為山水詩，則張泉石雲峰之境，極麗絕秀者，神之於心。處

身於境，視境於心，瑩然掌中，然後用思，了解境象，故得形似。 

情境二。娛樂愁怨，皆張於意而處於身，然後馳思，深得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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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三。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65 

生思一。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

而生。 

取思三。搜求於象，心入於境，神會於物，因心而得。66 

 

王昌齡在「三境」的論述中，可以看到「心」、「意」始終處於重要的地位，

「物境」要求「處身於境，視境於心」，且「用思」方能「了解境象」，在在

表示「境」並非外於人而存在的。惟「泉石雲峰之境」似直言景色，然此句其

後加以「極麗絕秀者，神之於心」的限定，又不能外於人而在了，況若單以景

色而言，詩人斷無有「張」此一能動性極強之選擇的道理，顯然是因「境」本

身有「意」在其中，詩人方能「張泉石雲峰之境」。「情境」、「意境」中，

「意」在進一步的闡釋中作為重要的一環，是「情境」、「意境」的先決條件

而非對舉並立的觀念。「生思」、「取思」二者，「心」須要「照境」、「入

境」，也站在「境」是與詩人的「心」、「意」相作用後生發的立場，殆無疑

問。蔡瑜先生強調「物境」、「情境」中「身」的存在，且三者都是以「身

境」為基源，67透露出一個觀念：「三境」雖分三種類型的「境」而談，實則

同繫於一「創作主體」即「身」。此「創作主體」作為「境」的根源，也正是

「境」始終與「意」相即不離的原因。 

綜上所述，縱使《詩格》中真正「意境」連用處僅一例，然若回歸文本中

對「境」使用之考察，即可發現這些「境」的概念都與「意」緊密相連，呈現

相即不離的關係，正是「意境」之概念在「意境論」初形成時的特質，而此特

質又很可能是以「創作主體」為媒介而存在的。 

（二） 《詩議》、《詩式》中逐漸分離的「意」與「境」 

皎然與王昌齡一樣對「意」情有獨鍾，而他對「境」的論述則極端的少，

先看《詩式》「取境」條與「辨體有一十九字」條，列原文如下： 

 

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

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時意靜神王，佳句縱橫，若不可遏，宛如神

                                                      
65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72-頁 173。 
66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173。 
67 蔡瑜：〈王昌齡的「身境」論──《詩格》析義〉，《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2010 年 6

月），頁 305-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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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不然，蓋由先積精思，因神王而得乎？68 

評曰：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

首舉體便逸。才性等字亦然。體有所長，故各功歸一字。……一字之

下，風律外彰，體德內蘊，……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體，風味盡矣，

如《易》之有《彖辭》焉。69 

 

筆者於此列出大篇幅的原文，乃因若單看「取境」與其前後句，或難見出其在

皎然詩論中之地位。《詩式》中與「取境」關聯最大的無疑是「思」，從第一

段引文的「苦思」與第二段引文的「詩人之思」作為「取境」的前導可見一

斑。「思」在皎然詩論中顯是佔有重要地位的，如序言道「精思一搜，萬象不

能藏其巧。」70「立意總評」條又說「前無古人，獨生我思。」71都可看出

「思」在創作活動中的必要，而「取境」則是創作活動的實際歷程，這是「取

境」在皎然詩論裡第一個重要之處。此外，從「取境」的結果觀之，第一段引

文可見出「取境」得「奇句」，成篇後似等閒不思而得，實則畢竟是由「思」

到「取境」而來；第二段引文說明了「取境」對一首之「體」的影響，此影響

可以一字概括之，此字之下「風律外彰，體德內蘊」，乃至於「括文章德體，

風味盡矣」。從此二段引文可以看到，「取境」雖是從創作歷程而言，卻是導

向最終呈現的關鍵。此用法在皎然詩論中所用雖少，卻絕不能說此概念對皎然

而言沒有足夠的重要性。 

然而，若我們肯認「取境」的重要性，為何又說「境」與「意」呈現分離

的現象？這應從兩種角度論之，一是「取境」與「境」的關係，二是「取境」

與「意」的關係。就前者言，「取境」的重要性在於這本身是創作行的一環，

但「境」之意實稱不上豐富。黃景進先生說此處「境指詩人注意的對象，當詩

人採取高的角度取境時，則所取物象即由高角度所決定」72，劉衛林先生從當

時佛教用語考察，認為「可見所謂『緣境』與『取境』二者，同樣是指對境起

能知、能觀等『攀緣』或『緣慮』的作用或功能而已」。73由是可知，「境」

所指者實是作者能見能聞的色、聲一類而已。《詩議》中另有「夫境象不一，

虛實難明」74等語，蕭馳先生認為「通觀上下文，『境』在此僅僅與對句中的

                                                      
68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32。 
69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41-頁 242。 
70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22。 
71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345。 
72 黃景進：〈皎然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92。 
73 劉衛林：〈中唐詩境說的取境之說〉，《中唐詩境說研究》，頁 171。 
74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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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有關。」75亦為一例。其實，「境」在皎然筆下運用甚少且幾無解釋，本

身便代表其與在《詩格》中被著力強調並賦予特殊意義的「境」不同，正如劉

衛林先生所說，「這種完全不加上任何補充或說明的做法，相信其實基於認為

概念既已流通於世，故此更無庸費詞交代而已。」76換言之，雖然「取境」在

皎然詩論中是相當重要的活動，但單在「境」的意義上卻採用一般的解釋，與

王昌齡《詩格》中的「境」處處明顯可見被賦予之特殊意涵的作法大為不同。 

不過，儘管「境」在皎然詩論中並不被賦予特殊意義，其與「意」之間的

關係，仍可藉由「取境」跟「意」的關聯進一步探討。許多學者注意到，「重

意」是皎然詩論的一大要旨，黃景進先生說「重意即『文外之旨』，指文字形

象之外的意義，亦可說是藏在詩的深層的暗的本意。」77彭雅玲先生則指出：

「『重意』說還隱然觸及讀者的層級。就創作者來說，皎然的「意」論是關於

藝術創作構思及靈感的問題；而就鑑賞者來說，其「意」論則指向了藝術鑑賞

及風格的問題」。78那麼，如何達到「文外之旨」的效果呢？黃景進先生認為

其理論結構為「取境決定體德，體德決定言外之旨，而言外之旨即象下之意」

79。至於「取境」如何能達致「象下之意」的最終結果，則如前文「取境」條

所云，有賴「苦思」之助。 

總言之，在王昌齡《詩格》中，對「境」的用法有其特殊的意涵，每每體

現出與「意」相即不離的關係；在皎然《詩式》中，「取境」則作為創作活動

的一環，透過「苦思」等等要素，最終達致「重意」的效果，在這樣的論述

中，「境」則作為一個較具普遍性的用法而失去了「相即不離」的特性。這樣

的差異又關係到二人對創作中「思」的觀念，如彭雅玲先生指出：「六朝以至

王昌齡認為構思、靈感的活動是變化萬端的世界，所以也是難以掌握；而皎然

則認為構思、靈感的活動是可以透過努力累積來的。」80王昌齡雖也講究苦

思，但認為靈感的到來往往不可掌控，故有「思若不來」等語，「境思」之

生，須待外在物象與「意」自然之結合，「境」也因此在整個架構中有其與

「意」不可分割之處；皎然的「苦思」則有更強的主動性，「境」非自然生發

而致，而有賴於作者「積精思」而「取」，最終所得者則是「重意（象外之

意）」，在這個脈絡下，「境」自是逐漸失去其與「意」的緊密關係，而逐漸

成為景物的泛稱了。 

                                                      
75 蕭馳：〈中唐詩風與皎然詩境觀〉，《佛法與詩境》，頁 141。 
76 劉衛林：〈中唐詩境說的取境之說〉，《中唐詩境說研究》，頁 169。 
77 黃景進：〈皎然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87。 
78 彭雅玲：〈皎然意境論的內涵與意義－從唯識學的觀點分析〉，《佛學研究中心學報》6 期

（2001 年 7 月 1 日），頁 179。 
79 黃景進：〈皎然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93。 
80 彭雅玲：〈皎然意境論的內涵與意義－從唯識學的觀點分析〉，《佛學研究中心學報》6 期

（2001 年 7 月 1 日），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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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王昌齡作為第一個正式將「境」的觀念帶入文學創作中的文論家，其

「意」、「境」的緊密關係實是大受「境」的概念演變之影響，劉衛林先生指

出，若與先秦以來的「境」相比，「六朝佛學的這種賦與『境』或『境界』上

述專指與心識相關涉，甚至僅為心識所現生的解釋，可說是對『境』一詞的心

化。」81即使「境」的概念在之後依舊不斷敷衍轉移，仍始終不脫「心」的範

圍。相信王昌齡「意」、「境」相即不離的特質多少受其影響。然而時代相近

且作為僧人的皎然，其「意境論」的觀念已與王昌齡有不同特色，黃景進先生

說： 

 

王昌齡較重視意與物境象的融合，而皎然則注意到意與象的分離，二者

均對意境論的形成有重大影響。82 

 

此處皎然對「意與象的分離」的重視，當是指「言外之旨」、「象下之意」

言，與王昌齡「重視意與物境象的融合」雖重點不同，卻是可同時對「意境

論」產生影響而互不相悖的。然筆者以為，在王昌齡的「意境論」中，與其說

重視「意與物境象的融合」，毋寧說是當「物」是透過「意」的限定才成為了

「境」，故「境」的概念先天性地與「意」相結合；但當皎然強調「象下之

意」時，「取境」雖是達致此目的的重要創作環節，但「境」則僅採當時常見

的用法，由於最終追求的表現方式不同，且對「思」的主動程度也有所加強，

最終與「意」結合而自然生發故與其「相即不離」的「境」失去這樣的特性，

而成為泛稱景物的用語了。 

或許自皎然的轉向之後，「意」、「境」的關係便再也不復當初。司空圖

「意境論」強調「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即使此二者或有內在理路的連

接，卻是可分而論之的。若粗略地以「意」、「境」相對應，則「意」、

「境」顯然是往分離方向發展。就算是「思與境偕」的提法，也顯然更承繼於

皎然一脈，葉朗先生認為：「有人把『思與境偕』的『思』解釋為情意，這是

不準確的。『思』，是指詩人的藝術靈感和藝術想像。」83更說明了「境」的

概念即或仍慮及詩人的重要性，卻不再非與「意」相結合了。 

待到《文苑詩格》時，正如黃景進先生指出： 

                                                      
81 劉衛林：〈原境──境概念的源出及其嬗變〉，《中唐詩境說研究》，頁 60。 
82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196。 
83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臺北：滄浪出版社，1986 年），頁 271-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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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苑詩格》中，則不是以「句」為單位，而是以意與境兩種因素分

析句法……這種現象反映出，意境論的發展是出於對意與境兩種因素如

何融合的探索，並且其分析是越來越趨精細。84 

 

筆者保持前言所提的看法，「意」、「境」作為兩種因素分析，實是由緊密的

聯繫逐漸分離所致的結果，更蘊含著以讀者角度進行理解的因素。試想，當

「境」的概念被置於王昌齡「意境論」之中時，顯然非要倚靠著作者之「意」

方可得之，然則又何來意境不相符之問題？又何必追求二者的融合？恐怕是自

皎然與其後論者開始以讀者的角度尋求詩中之「意」、「境」後，才開始了詩

歌所體現的此二者是否彼此適恰的進一步討論吧。 

五、 結語 

自唐代形成的「意境論」不僅在有唐一代作為重要的詩學觀念，其影響之

廣之深，甚至及至嚴滄浪「興趣說」、王漁洋「神韻說」等。然一詩學理論的

意涵在文學史上必是變動不居的，「意境論」亦不能自外於此。本文基於皎然

《詩議》、《詩式》作為「意境論」重要著作而又使「意境論」產生轉向的預

設，進一步考察皎然詩論的內容，並與另一「意境論」初期重要著作《詩格》

作比較，探討此「轉向」究竟是以什麼樣的形式發生。循此，前文分別討論了

三種從王昌齡到皎然體現的變化，並於結尾時稍加觸及作為晚唐「意境論」代

表的司空圖之理論，以論證此變化不單是個別詩論家的差異，更昭示了整個

「意境論」的走向。 

惟需注意者，本文雖從不同面向論之，而彼此實是互相牽連、互為肇因的

關係。其中或以作者讀者角度的雜揉最應當注意。簡而言之，若說王昌齡《詩

格》是純粹以作者角度而作，皎然《詩議》、《詩式》則在部分繼承其特色

外，展開許多以讀者角度為出發的論述。同樣作為「意境論」的重要論者，了

從「作者角度」到「作者、讀者角度混雜」的轉變，是確實可以從二人的文本

中見出端倪的。此後司空圖論詩顯然更非以創作為目的，他在〈與李生論詩

書〉中說「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辨」、「言」的運用，更徹底展現出

「意境論」的論詩立場往讀者角度轉移的傾向。 

而皎然詩論中流露以創作為取向的詩格類作品所沒有的評詩意識，也是基

於此立場，原本於王昌齡《詩格》中特出於前人甚至時人而被強調的「創作主

                                                      
84 黃景進：〈中晚唐的意境論〉，《意境論的形成──唐代意境論研究》，頁 222-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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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皎然的詩論裡從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變為只剩一點痕跡，「主體」的淡

化毫無疑問是因「創作」在詩論中的重要性降低之故。同時，原本基於「作者

角度」的立場、藉著「創作主體」的聯繫，王昌齡對「境」字的運用充分顯示

出此時「意境」具備緊密相連、相即不離的特質，然而隨著角度的轉換與主體

的淡化，「境」在皎然詩論中以「取境」的方式出現且次數急遽減少，僅僅代

表著寫作歷程中的一環節而不被強調，更毋須處處與「意」一併提及了。 

依循這個脈絡，晚唐司空圖及《文苑詩格》所呈現的「意境論」中，「讀

者角度」的品評已成「意境論」的主軸，「創作主體」自然在這樣的立場中消

失了，「意」、「境」更變成可分而論之的概念，甚至作為詩中的兩種因素被

探討。至此，「意」、「境」在「意境論」的分化可謂完成。這些轉向並不單

只是文論家在文字使用上的差異，更是「意境論」本質意涵的改變，且此轉變

是一直往後延續的。若逕以王昌齡「意境論」與晚唐「意境論」比較，此變化

之大恐怕令人瞠目，然而這些轉變的傾向其實早在皎然的「意境論」中已紛紛

現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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